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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权思想的表达特征

!钟家莲

人权是近代以来人类最普遍的理念之一。

当今世界上据主流地位的人权思想和人权学说

都源于西方。西方的人权理论从 !"世纪启蒙学
者提出，经过一代又一代哲人的不断拓深完善，

特别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洗礼，几百年

间，西方的人权学说已发展得“有体有用”，因此

被某些国家当作“原教旨人权”积极地向世界各

国奉送。西方的人权学说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

国，在此之前翻遍中国古代典籍，不见“人权”一

词的踪影。因此有人据此断言：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没有人权思想。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

为，人权思想与人权思想的表达（或曰人权学

说）是两回事。人权思想具有普遍性，凡有人类

存在的地方就有关于“人权”的形而上思考，人

权意识是一种超文化、超时空的人类共有意识，

不会在哪个民族的文化中留下空白点。但人权

思想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有关

人权的种种思考与设计，归根到底要受到经济

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因而人权的表达具有

特殊性，它与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过程和文化

传统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

有着丰富的人权思想，其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述

散见于经、史、子、集各部，包蕴于哲学、伦理、政

治甚至于文学之中，形成了独特而完整的人权

思想。在人权思想的表达方面，中西方有着明显

的不同：

一、关于人权的发生：西方持自然发生论，

中国持社会发生论

人凭什么拥有人权？这是人权的资格问题，

人权意识具有普遍性，而人权意识的表达具有特殊性。中国传统文化蕴育了丰富的人权思想，也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表达风格，主要表现为：人权发生的社会论，人权性质的道德功利一元论和人权标准的义务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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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人权发生的逻辑起点。西方的经典理论是

“人凭其自然本性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这

种权利是“造物主赋予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因

而是“天赋权利”或曰“自然权利”。这种基于自

然法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人权发生观在西方颇为

流行，我们不妨引用一些西方颇为流行的人权

定义来加以证明：（!）“人权是那些属于每个男
女的道德权利，它们之所以为每个男女所有，仅

仅因为他们是人”；" ! #（$）“基于人仅仅因人是人
这一事实而被认为当然具有的权利就是人权”；

" $ #（%）“人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一个人之所以
拥有这种权利，仅仅因为他们是人”；" % #（&）“人
权是平等地属于所有人的那种普遍的道德权

利”。" & #这些人权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其一、认

为人权是一种“自然获得性权利”，人仅凭其作

为人的自然属性就可自动获得，人权是自然发

生的。其二、认为人权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权利，

并不具有法定权的约束力，是一种应然权而非

实然权。马克思早就批判过上述人权观，马克思

指出：人权与出生无关，出生只赋予人以生命，

使他成为一个自然的个人，但人权是社会化的

产物———“我生下来就是人，这和社会是否承认

无关，可我生下来是否是国王，则要得到大家的

公认”。 " ’ #马克思反对把个人的自然属性当作人

权发生的依据：“很明显，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

和权利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

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

们”。 " ( #很显然，“天赋人权”观没有揭示人权发

生的社会性本质。

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关注人权发生的社

会性特征，以“天——— 人”关系作为人权发生的

逻辑起点，把人权资格定位于“天——— 人”关系

的产物：首先，人权源于天与人特殊的关系，人

权是人作为天意的人格代表而拥有的权利。中

国传统文化把天、地、人、自然万物看成是一个

有机整体，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关系”的产

物。因而从不把人权看成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

把人放在与天地的关系中论证“人性的殊异”：

《礼记·礼运》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

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云：“人者，天

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生被色而生者

也”。汉代的董仲舒更是极言人在宇宙中地位之

卓越：“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

之数毕也。⋯⋯起于天至于人而毕，⋯⋯以此见

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

露·天地阴阳》）“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

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类似

的“人性殊异论”在儒家典籍中不胜枚举。就是

与儒家“势同水火”的道家也积极鼓吹“人性殊

异”，老子就强调人在宇宙中具有特殊优越的地

位，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

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其次，在“人——— 人”关系

中论证人权的社会性。集中表现在儒家“仁学”

思想中。子曰“仁者爱人”，讲仁就要尊重人、爱

抚人、以人为本、以人为贵、以人待人，按“仁”的

精神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侑》）作

为人而不讲人权，或作为人而没有人权，人则不

成其为人。“仁”可以约束人的自然性，儒家承认

人性有所求有所恶，但人的所欲所求必须从属

于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不

去之”，（《论语·里仁》）肯定人权是一种后天获

得的社会性权利。再次，人权源于“天——— 人”互

动。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性殊异”，但殊异地位

的取得不是先天的、“凭出生”而自然获得，而要

经过后天的努力，特别是通过与“天道”互动而

获得。儒家认为，人在宇宙中处于优越地位，是

因为人可与天地相通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人道可以体现天道：“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

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 " ) #

人道即天道，重视生命即顺乎天意，尊重人权即

符合自然规律，个体生命的价值获得了与宇宙

本体同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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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持道义功利二元

论，中国主张道义功利一元论

功利与道义、应然权与实然权，是人权的一

体两面，前者是一种普遍、抽象、道义的权利，后

者是具体、现实、法律的权利，二者结合，才能保

证人权既成为一种人人享有的普遍权利，又成

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利。但在西方的人权思想

体系中，历来是把二者割裂成“普遍性道义人

权”和“具体性功利人权”两个非此即彼的命题，

分属“应然权”与“实然权”两个不同领域。虽然

西方的人权学说很发达，但一直无法解决的一

个矛盾是其种种功利性人权主张与其普遍性人

权理想的对立。找不到一个办法在保证个人充

分享有自由、财产、平等权利的同时，又体现了

社会普遍的平等与正义，到头来，“普遍性人权”

成了一种抽象的、实际上不存在的人权，“具体

性人权”则成了一部分人的特权。“普遍性人权”

与“具体性人权”的冲突，是西方人权学说无法

摆脱的致命弱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权主张中，不存在纯

粹的道义人权，也不存在纯粹的功利人权，其人

权思想是一种应然权与实然权统一、同时糅合

了道德与法律双重功效的人权主张。这种思想

清晰地体现在《周易》关于“天道”的思维中。《周

易》关于“天道”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生生”，“生

生谓之易”（易·系辞上），把天地变化都集中在

生命一点，生命成了宇宙的中心。这不仅揭示了

宇宙运动变化的本质规律，也把人、社会、政治、

天地、自然、宇宙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能互相

作用互相影响，从而赋予“生命权”以绝对的权

威———“生命权”获自于天，体现了天的意志，任

何侵夺生命权的行为都要遭到天遣。这在强调

“君命神授”的古代社会，“天授人权”就不仅具

有了形而上的威慑作用，也是统治者为政的基

本准绳。人命关天，人道关乎天道，绝非小事，历

代的统治者都非常小心地对待生命，翻看中国

古籍，历代帝王因灾异而颁布的大赦天下的诏

令不绝于史。

三、关于人权的标准：西方以利为准绳 % 属
权利取向型人权& 中国以义为准绳% 属义务取向
型人权

人权的标准问题是人权领域争论最多、最

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由于人权的标准不同，在

有些民族看来神圣得不得了的东西，在另外一

些民族看来根本就不值一提。人权是一个历史

范畴，它既受文化传统的制约，又要通过文化特

点来体现，所以，谈人权问题必须结合民族文化

的特点。中西方人权标准既有共同处，但也有明

显的不同，这个不同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义为

准绳规划人权，是一种义务取向型人权；西方文

化以利为准绳规划人权，是一种权利取向型人

权。西方社会的特点决定了西方人权的特点，西

方社会是以个人为中心、以权利为纽带建立起

来的权利取向型社会。西方的人权思想发韧于

’(世纪启蒙运动，当时的启蒙学者为反对贵族
的“特权”和教会的“神权”，提出了代表资产阶

级利益的“自然权利”主张。从哲学思想角度分

析，启蒙学者的“自然人权”论有三个基本的思

想来源：

（’）自然正义说，其思想来源于古希腊毕达
哥拉斯学派。该学派认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物

质由原子构成，按自然运行来维护自己，不需要

神的引导。“自然”是宇宙自在的、永恒的秩序，

自然即天赋。启蒙学者将这种自然秩序观应用

于道德与政治领域，把人类社会看成是自然秩

序的一部分，由冥冥之中的自然法主宰。自然法

优先于人定法，是一切正义的神圣来源和凭

据。自然法的权威一方面可以用来反对或诋毁

现存的权利和制度，另一方面又可以用来论证

和支持某种应有或实有的权利与制度。人们可

以凭借自然法这个普遍权威来主张那些不为人

定法所承认的甚至相抵触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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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人格说，其思想源出于古希腊斯多
噶学派。该学派主张在“自然”这一根本属性上

人是平等的，人与人平等是自然造就的：“人为

神之子，故人人分有神性，互为兄弟”。

（"）本性自私说，其思想源于古希腊智者学
派。该学派认为，在主张自然平等的同时，要将

自然与利已联系起来，“自然”就是自私或利已

的，人性的自利、自尊、自卫这些自然本性都属

于“自然权利”，因而奉行自然正义原则就要承

认个人的上述种种“自然权利”。

上述三个思想来源奠定了西方人权思想如

下基本特征：第一，扩大了原生人权的范围，把

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平等权都视作“天赋人

权”；第二，从个人权利而非义务出发，划定个人

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种种权属关

系，权利是联系社会中个体的纽带；第三，以个

人价值的实现作为衡量人权状况的标准。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

义务取向型社会，把社会中的个体联系在一起

的是义务而非权利。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

文化很少提个人有什么权利，只要求个人尽种

种义务，在尽义务中获得权利保障，这种思想集

中体现在“礼”中。“礼”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

概念，古代的“礼”不只是一些具体的礼节仪式，

实际上它是一系列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及价值

取向的综合体现。在先秦礼同时兼有法律、行

政、道德多重功能，以礼代法，依礼施政，正如章

太炎《捡论》所云：“礼有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

制、刑法、仪式也。”“礼”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奠定

了中国社会义务取向型特征的基础：

其一，礼设定道德而非权利作为评判一切

的尺度。“礼”在先秦，不仅是国家的“礼器”，也

是国家的“利器”。圣人因何而作礼？是源于人的

利欲与社会物质财富的矛盾，荀子《礼论》云：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

能不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

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

人之欲，给人之求。”这段关于“礼”之起源的论

述与西方启蒙学者关于“自然法”的论证有异曲

同工之妙，都注意到了人性的自私、“好利”，且

“穷年累世不知满足”。但社会财富是有限的，如

何解决？西方选择以法律为准绳，以权利为归

属；中国选择以道德为准绳，以义务为归属。在

中国文化中，“礼治”高于“法治”，“法”须以“礼”

为纲：“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

学》）。如同西方把自然法夸大为普遍法则一样，

在中国文化中，“礼”也被夸大为天地万物人类

的普遍法则：“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

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

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

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

“礼”成了“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的永恒、绝

对的东西了，因而“礼”不能不是“人道之极”，人

不能不“法礼”。千百年来，经过统治者不断“教

化”，中国人已习惯了用道德的眼光评判一切，

伦理至上观念已化为人们思维的基本模式。

其二，利欲可言，以义制利。义利之辨是中

国传统文化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义与利”

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的总体原则是追求“义

利统一”但倾向于“重义轻利”。首先，中国传统

文化并不否认个人的权益，承认“私欲”的合理

性。《易·乾·文言》指出“利者，义之和也”。孔

子也主张义与利的统一，认为“邦有道，贫且贱

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

伯》），在孔子看来，“义”与“利”二者缺一都是

“耻”。荀子则认为人性“好利”是一种天性，是

“性情使然”，而“性者天就也。情者，性之质也，

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人无论尊卑

贵贱都有求利之欲，人有利欲是自然合理的。相

反，如果不承认或禁止人的“好利之心”，反而是

违反了人的天性。荀子本人就反对当时陈仲、史

鳟所主张的“忍情性”，认为这种禁欲主张是不

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的（《荀子·非十二

子》）。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承认个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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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并把它视为一种“天赋人权”。但在义与利

发生矛盾、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西方主张自然法

高于人定法，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中国文

化则主张“以礼节欲”，“以义制利”，个人“私利”

服从国家“公利”，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立

场。

其三，倡导“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人生价

值观。“义”与“利”，谁为目的？谁为手段？西方

主张利为目的，义为手段，启蒙学者就把维护个

人的自由、平等、幸福、财产等等行为视为符合

最高的道德原则——— 自然道德的要求。但在中

国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是谋利、计功为手

段，正义、明道方为目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

传统文化尽管承认人的私欲的合理性，也主张

要“义利两养”，但在道德实践领域，还是坚持

“贵义贱利”的立场。

首先，儒家认为“为义”是人的本质。荀子

曰：“人之所以为人何也？曰：以其有辨也”（《荀

子·非相》），人区别于禽兽是“人有气有生有知

并且有义”（《荀子·王制》）。汉儒董仲舒说：“天

之为人性命，使其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

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春秋繁露·竹

林》）。所以，人如果以“为生”“为利”为人生目

的，则如同鸟兽，“虽甚富则羞辱大恶”（《春秋繁

露·身之养重于义》）。反之，如果以“行仁义”为

人生追求，则“虽贫与贱尚其行”（同上）。这种贵

义贱利的思想在汉儒那里甚至被拔高到了否定

义利统一、把“利”排斥出道德价值范畴的程度：

董仲舒就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

功”的命题，宣扬道德至上。

其次，利以“度礼”为界限，仅止于“养其

体”。中国传统文化虽强调人的精神境界，但人

的生理特性决定了人必须食人间烟火，无欲无

利不成其为人，所以，即使是推崇道德至上的董

仲舒，也主张要“义利两养”。但对利的追求必须

限定“度礼”的范围，以“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

为限度。在董氏看来，道德再高也不为过，财富

多一点就是祸害，“利者，盗之本也”（《春秋繁露

·天道施》），甚至谈论财富都是一种罪过，“凡

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

君子终日不言及利，欲以而言愧之而已，愧之塞

其源也”（《春秋繁露·玉英》）。正是这种贵义贱

利的价值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安贫乐道”、“小富

则安”的生活态度和羞于言利、怯于敛财的民族

性格。

总之，既然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那么人基于其本质应该享有的权利也就必

然涉及到一切社会领域，人权的范围非常广泛，

而有关人权思想的表达更是多姿多彩，这正是

世界文化多元特征在人权领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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